








关健词：文益禅师  桂琛  地藏院 年代
﹋﹋﹋﹋﹋﹋﹋﹋﹋﹋﹋﹋﹋﹋﹋﹋﹋﹋﹋﹋﹋﹋﹋﹋﹋﹋﹋﹋﹋﹋﹋﹋﹋﹋﹋﹋﹋﹋﹋﹋﹋
拙作《文益禅师在闽参桂琛的年代、因由、地点与卓庵处考辨》（简称《考辨》）在本刊​[1]​发表后，谢重光先生发表《也谈文益禅师参桂琛的地点和年代》(简称“谢文”)一文争鸣,鉴于《考辩》一文写就后尚有余意，同时结合回应谢文，再撰文讨论如下。 

一、关于文益参谒桂琛得法的地点

拙作《考辨》认为，“文益是在闽城（福州）城西地藏院参桂琛得法的。”谢文则认为，文益是在漳州地藏院参桂琛得法的。探讨文益在何处参谒桂琛得法，除了《考辨》一文的路径外，笔者认为还可从确定桂琛最初驻锡的地藏院位于何处入手。现将有关佛教史籍的记载摘引如下：
《宋高僧传》(简称“僧传”)桂琛传载：“漳牧太原王公诚请于闽城西石山建莲宫而止。……后龙溪为军倅，勤州太保琅琊公志请于罗汉院为众宣法，……以天成三年戊子秋，复屆闽城旧止”。​[2]​
《景德传灯录》(简称“灯录”)桂琛传载：“时漳牧王公请于闽城西之石山建精舍曰地藏，请师驻锡焉。……后迁止漳州罗汉院。……师后唐天成三年戊子秋，复届闽城旧止”。​[3]​
《禅林僧宝传》(简称“僧宝传”)桂琛传载：“漳州牧王公，请住城西石山十余年，迁止罗汉。……后唐天成三年戊子秋，琛复至闽城旧止”。​[4]​
《联灯会要》(简称“会要”)桂琛传只在开头处称“漳州罗汉桂琛禅师”，不记载桂琛先后驻锡何处。​[5]​而《五灯会元》(简称“五灯”)桂琛传则载：
“时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请师开法。……后迁罗汉，大阐玄要。……天成三年秋，复届闽城旧止”。​[6]​
为了看得更清楚，特将上述引文的“闽”字设为黒体并加粗。显然，桂琛最初住持的寺院即“地藏院”，僧传、灯录均载在“闽城西石山”，而僧宝传则载在“城西石山”，但依上下文理解，也是指“闽城西石山”，笔者在《考辨》中已指出这一点。​[7]​同样五灯虽不提“地藏(院)”位于何处，依上下文理解，其地点也是指“闽城(福州)”。​[8]​可见五灯的记载也是说桂琛驻锡的地藏院在“闽城(福州)”。
显而易见，以上4部佛教史籍的桂琛传都认为，桂琛最初驻锡的地藏院在“闽城(福州)西石山”，后迁漳州罗汉院，后唐天成三年秋又回到“闽城旧止”，也就是桂琛早年住持的闽城西石山地藏院。谢文说：
“《僧传·桂琛传》有‘遂为故漳牧太原王公诚请于闽城西石山建莲宫而止，驻锡一纪有半。’一语，相应的记载，在《灯录·桂琛传》为‘时漳牧王公诚请于闽城西之石山建精舍曰地藏，请师驻锡焉。’《禅林僧宝传》则为‘漳州牧王公请住城西石山十余年’。关于漳州刺史王某请桂琛驻锡的地点，《僧传》和《灯录》说是闽城西，《禅林僧宝传》说是城西，要么是前者衍一‘闽’字，要么是后者脱漏一闽字，两者必有一误。”认为“理校结合自校，基本可以判断《僧传》和《灯录》在‘城’之前加一‘闽’字应是衍字，《禅林僧宝传》无‘闽’字较为合理。”
对比笔者的上述引文可知，谢文所引的后部尚有“天成三年戊子秋，复屆闽城旧止”，或“后唐天成三年戊子秋，琛复至闽城旧止”被谢先生斩掉，从而“判断《僧传》和《灯录》在‘城’之前加一‘闽’字应是衍字，《禅林僧宝传》无‘闽’字较为合理。”实际上，不仅他所援引的僧传与灯录的引文后面被斩掉的“天成三年戊子秋，复屆闽城旧止”一语中有“闽”字，就连他认为“无‘闽’字较为合理”的《禅林僧宝传》桂琛传的引文之后也有“后唐天成三年戊子秋，琛复至闽城旧止。”不知这里“闽”字是否也是衍字？要知道若照此“校刊”，上述4则引文中有6处“闽”都是衍字，都应该删去，其结果原典籍必然面目全非!
谢先生对“地藏院在‘闽城(福州)’”无法理解，认为“王某既然是漳州刺史（漳牧），他请桂琛建寺自然应在漳城，怎么可能隔州越府跑到遥远的‘闽城’去建‘莲宫’呢？”我们认为，研究历史不仅要研究普遍性还要研究特殊性，漳州剌史在福州建寺院是特殊性。据宋代的《三山志》载，长乐县“秀峰院，嵩平里，长兴二年(931年)，南安县令陈鹄创。”​[9]​又载：“北崇福院，敦化里，晋天福十年(945年)，端州司马陈巩、里人林怀振创。”​[10]​没有史料表明陈鹄、陈巩是长乐或福州人。类似的例子尚有，不再罗列。照谢先生的逻辑这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漳州剌史、南安县令陈鹄、端州司马陈巩在福州以及其郊县长乐县建寺院是一回事，他们何以要建寺院又是另一回事。遗憾的是《三山志》不设“山川志”，仅在某些寺院的条目中附带介绍一些“山”，而《寺观志》又残缺，查找不到“石山”和“地藏院”的记载，笔者的《考辨》一文引用了《八闽通志》与《闽书》有关“石山”的记载，认为“《八闽通志》与《闽书》所载相同，石山离怡山不很远，都位于闽城（福州）城西。”拙作只是确立“石山”的位置以及与“怡山”的空间关系。而谢文认为“所谓‘闽城西’应在闽县城西，不能以侯官县城西来对应‘闽城西’。”拙作中并此无说。只要去过福州西禅寺的人都会知道，西禅寺之名的由来就是因其位于“闽城”(福州城)之西，因西禅寺坐落在怡山，又名“怡山西禅寺”。历史上福州的府州城比现在范围小，怡山西禅寺更是在福州城西。与怡山相近的“石山”位于闽城西是不容置疑的!因谢先生曲解了《考辨》一文的意思，他关于“闽城西”的考证也就成了无的放矢。在唐末五代，福州有两个附郭县，即闽县与侯官县，若以东西为界，前者管辖州城以东，后者管辖州城以西，若照谢先生的考证，“怡山西禅寺”得改名为“怡山东禅寺”!
拙作《考辩》指出《禅林僧宝传》桂琛传否定了同书的文益传的记载。​[11]​而谢文充分肯定僧宝传文益传的有关记载并将其作为支撑自己的观点的重要史料。谢文说：“对于文益参桂琛的地点，《禅林僧宝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就是漳州城西石山地藏院。”谢先生认为文益参桂琛得法的地点，“最详尽最明晣的记载当数北宋宣和年间(119——1125年)成书的《禅林僧宝传》”，并援引曰：
文益“初谒长庆稜道者，无所契悟。与善修、洪进自漳州抵湖外，将发而雨，溪壮不可济，顾城隅有古寺，解包休于门下。雨不止，入堂，有老僧坐地垆，见益而曰：‘此行何之？’曰：‘行脚去。’……老僧又曰：‘山河大地与自己是同是别？’益曰：‘同。’僧竖两指熟视曰：‘两个。’即起去。益大惊，周行廊庑，读寺额曰：‘石山地藏’，顾语修辈曰：‘此老琛禅师也。’……乃俱求抉择。”
笔者认为，谢文所引上述文益传的记载不可靠，理由是：首先，“地藏院”是漳州剌史为桂琛所建，而桂琛在地藏院驻锡十余年后又移锡罗汉院。谢文也同意此说。然而上述引文称地藏院为“古寺”，谢先生没有发现一个困惑的问题：一座建造不及20年的寺院怎么会是“古寺”呢？说明上述史料不可靠。其次，上述引文表明文益不知地藏院、不识桂琛，待读寺额和与桂琛交谈后，才知道地藏院其寺和桂琛其人。而僧传与灯录的记载不仅没有反映出文益对地藏院和桂琛有陌生感，相反，还记载桂琛“素知益(按：文益)在长庆颕脱，锐意接之，唱导之。”​[12]​因为石山地藏院离福州怡山长庆院不远。其三，上述记载与此前僧传特别是灯录的记载相比，显得绘声绘色，如“益大惊，周行廊庑，读寺额曰：‘石山地藏’，顾语修辈曰：‘此老琛禅师也。’”类似掌故传说，而且与“古寺”对应的是“老僧”。笔者认为，上述所谓“古寺老僧”的记载应是惠洪采自民间或丛林中流行的掌故传说。其四，掌故传说与小说的相似之处在于，所依据的素材不限于一时一地。据《禅林僧宝传》桂琛传载，桂琛在地藏院“十余年，迁止罗汉。破垣败箦，人不堪其忧，非忘身为法者不至。”​[13]​说明桂琛从地藏院“迁止”的“罗汉(院)”是一座“古寺”，而驻锡这座“古寺”罗汉院时的桂琛已是“老僧”。笔者认为，上述“古寺老僧”的掌故传说的产生实际上是将“在地藏院时的桂琛”与“在罗汉院的桂琛”撮在一起，也就是说，“老僧坐地垆”的地点原本是在“罗汉院”而在上述僧宝传的记载中被套在“地藏院”。
谢文还援引了《五灯会元》的记载说：桂琛在地藏院时，“有僧报曰：‘保福已迁化也。’师曰：‘保福迁化，地藏入塔。’”​[14]​并据此认为，保福从展迁化的消息被僧人及时告知桂琛，桂琛随口说出“保福迁化，地藏入塔”一语，正好说明地藏院与保福禅院同在漳州。首先，要指出的是，“保福迁化，地藏入塔”这则记载《景德传灯录》、《禅林僧宝传》的桂琛传都有，从史料的应用来说，应引用《景德传灯录》的记载，但不知何故谢先生不引用？其次，要指出的是桂琛听到“保福迁化”消息不是在漳州而是在闽城（福州）地藏院。因为，僧传、传灯、僧宝传、五灯的桂琛传都记载，桂琛于天成三年秋，复至“闽城旧止”。桂琛何以要前往“闽城(福州)”呢？《景德传灯录》桂琛传载：“师后唐天成三年戊子秋复届闽城旧止，遍游近城梵宇，已俄示疾，数日安坐告终。……荼毘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隅，禀遗教也。” ​[15]​在灯录中这则文字的前面有“师（按：指桂琛）因疾”一语。显然，在漳州罗汉院“坐地垆的老僧”桂琛因年老有疾预感到世寿将尽，重返闽城（福州）“旧址”石山地藏院，去世前遍游了闽城梵宇(同时可能拜访故旧)，不久安然迁化。从“荼毘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隅，禀遗教也”之语判断，桂琛对自己的“化期”有预感并对后事预先作了安排。有必要指出，即便没有“师因疾”一语，以上观点同样成立。在历史上高僧去世归葬故山者并非少见，桂琛即属此类；又如其师玄沙师备驻锡安国院，后归葬玄沙故山。不一一罗列。福建属丘陵之地，古代交通不便。至宋代，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福建交通的发展，无论是就地方志记还是现在保存或残留的古桥数量来看，宋代兴造的石桥都是空前的。​[16]​说明五代时期的福建交通状况之落后，这对于临近迁化的桂琛从漳州移锡福州不是容易的事，他一路上应是走走停停。保福从展于天成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迁化，桂琛动身往闽城（福州）的时间毫无疑问是在保福从展迁化之前。桂琛抵福州地藏院后，听到从展迁化的消息，同时感到自己“化期”将近，说了“保福迁化，地藏入塔”之语，说明地藏院在福州。第三，据宋《三山志》记载可知，在桂琛传法的年代，福州有好几所保福院，亦即保福禅院。​[17]​谢文试图以漳州有保福禅院来证明“石山地藏院”同在漳州是徒劳无益的!
2003年2月9日，笔者依僧传、灯录文益传和桂琛传的记载以及地方志关于石山的记载，在福州进行田野调查，很快在离怡山不及1000米处找到石山，是一座小山，寺院已不存，站在石山上可望见不远处的闽江。可以想见，唐末五代时，闽江离石山更近。​[18]​当年文益应是欲乘船上溯闽江再往江西时，突然遇雨暂时寄居闽江边的石山地藏院，等候水势退后再动身。​[19]​说明僧传和灯录在这方面的记载还是可靠的。
谢文说“石山”可以是“表层多石之山的泛称”，这种山到处都有，地方志没有记载龙溪县城西有称为“石山”之山不影响石山地藏在漳州的结论。如果照谢先生的这种说法则不但失去学术探讨的意义，而且也失去学术对话必要!笔者认为，学术探讨必须遵循必要的条件和前提，通过以上所论可知，没有可靠的佛教史记载显示“石山地藏院”在漳州，而地方志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相反，不但佛教史籍、地方志记载而且田野调查都说明石山地藏院在福州。

二、关于文益参桂琛的年代

拙作《考辨》认为桂琛出世传法的年代是在其师师备健在之时，其根据是《宋高僧传》和《景德传灯录》桂琛传的记载。谢文则以“行文简略的缘故，《僧传》、《灯录》等禅宗史上连续记载的事件，在时间上不一定是连续的，有时可以是相隔很久”之语予以否定。事实上，《禅林僧宝传》和《五灯会元》桂琛传的记载也没有否定桂琛是在师备健在时出世传法的。
谢先生则主张桂琛是在雪峰、师备去世后才出世传法的。谢文说：
“桂琛既参雪峰，又参玄沙，而在法统上却是玄沙佛学的传人。偏偏雪峰与玄沙在佛学上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派系，雪峰势力大，玄沙处在被压的地位，所以桂琛从玄沙得法是‘密付受耳’；后来雪峰派的神晏受到王氏政权的崇重，曾“胁令（桂琛）舍玄沙嗣雪峰”，即要桂琛从学派上背叛玄沙改宗雪峰，桂琛坚持立场，‘确乎不拔，终为晏谗而凌轥’”。“桂琛夹在雪峰与玄沙两大派系之间，处境相当为难，故尔行事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深怕惹祸。在这种处境下，在雪峰和玄沙生前，桂琛岂敢受请开法，更遑论就在同一个闽城聚徒传法了！”
笔者认为，其一，将雪峰与玄沙视为佛学上“两个相互对立的派系”欠妥当。就隋唐时代佛教八个宗派而言，其佛学大多存在相互渗透的现象，僧中人往往有兼修者。禅宗五家宗派在佛学方面没有根本对立，不同的是接引学人的方式。雪峰与玄沙师徒在佛学方面有所不同，但没有对立。谢文说玄沙处在被压的地位言重了，因为当时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既倚重雪峰、也倚重玄沙。王审知对玄沙“待以师礼。学徒余八百，室户不闭。”​[20]​还为其“奏赐紫衣，号宗一大师”。玄沙去世后，“王氏树塔”。​[21]​玄沙的法席一说800余众，一说不少于700人，不可谓不盛。其二，谢文所谓“桂琛夹在雪峰与玄沙两大派系之间，处境相当为难，故尔行事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深怕惹祸。在这种处境下，在雪峰和玄沙生前，桂琛岂敢受请开法，更遑论就在同一个闽城聚徒传法了！”此处无注脚，请问出自何典？众所周知，师备嗣法契符、道希、慧球、冲奥、永兴神禄等相继在闽城福州传法，桂琛有什么不敢受请在“同一个闽城聚徒传法”呢!谢文既说神晏曾“胁令(桂琛)舍玄沙嗣雪峰”，但桂琛坚持立场，“确乎不拔”(坚决地站在玄沙一边)，又说桂琛是夹在雪峰、玄沙两大派之间。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笔者认为桂琛由福州移锡漳州罗汉院虽有神晏排挤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因素，详细的待有关桂琛的文章中阐述。其三，在晚唐以来，禅僧只有出世传法了，才知道他“嗣法”何人？既然谢文说神晏曾“胁令(桂琛)舍玄沙嗣雪峰”，就说明桂琛已经嗣法玄沙，否则无所谓“胁令舍玄沙嗣雪峰”。神晏得到王审知的倚重并受请在鼓山填潭建寺是在开平二年。这正说明桂琛在开平二年前就出世传法闽城福州地藏，而神晏能“胁令”也只能是在闽城福州。再说石山地藏院若在漳州，神晏就鞭长莫及了。谢文所引僧传的这则记载恰好说明桂琛出世传法之地在“闽城(福州)”，其时间是在师备健在之时。
谢文还说，雪峰去世后“玄沙紧随着雪峰去世而去世，两者相距仅仅半年，在这半年间，作为弟子，桂琛既要参与料理雪峰的丧事，又要照顾年迈多病的玄沙，于情于理，不太可能在此时受请离去。”此处同样无注脚，再斗胆请问出自何典？笔者认为，当时雪峰弟子在闽城(福州)传法的不下10位，至于桂琛则属法孙之辈了，料理雪峰的丧事自然由弟子担当“主角”。据《联灯会要》记载：“福州玄沙师备禅师，……雪峰迁化，师作丧主，三朝集众前茶，师于灵前拈起一只盏云：……”​[22]​如果说这则史料不足以说明雪峰去世时，玄沙“作丧主”料理丧事的话，至少可以说明雪峰迁化时玄沙并没有如谢文所说的病到卧床必须依靠桂琛照料的地步! 
笔者认为，谢文关于桂琛不敢于雪峰、玄沙生前在闽城传法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桂琛受请出世传法的年代是在义存和玄沙去世之后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谢先生在确立桂琛是于雪峰、玄沙去世之后才出世传法这一前提后，试图为桂琛在地藏院和罗汉院传法排出“时间表”，其“时间表”是以漳州龙溪县罗汉山罗汉院的创建时间为基点。谢文援引《闽书》的记载：“罗汉山，五代唐天成中，王延休憩此，忽闻异香薰馥，得一龟，背有罗汉像，遂建寺，因以名山。”​[23]​认为王延休建的这所“罗汉院”是桂琛移锡前往的罗汉院，并将其创建年代确定在天成元年，据此确定桂琛是天成元年由地藏院移锡罗汉院，从而根据僧传、灯录、僧宝传关于桂琛驻锡地藏院的3种年数的记载分析，确定“文益参桂琛的时间范围就是后梁开平三年到后唐天成元年”，又依据前文援引的《禅林僧宝传》“古寺老僧”的记载将其时间范围缩小在后半段，即“后梁贞明二年至后唐同光末(916—925年)之间”。对此，笔者当然不能同意。其一，《八闽通志·山川志》中已有这条记载，​[24]​其内容与上述援引的基本相同。对比可知，谢文所引用的《闽书》的记载是承袭《八闽通志》的记载。《八闽通志》早于《闽书》100余年成书，从史料运用说来，应该引用《八闽通志》的记载。笔者认为依上述《闽书》的记载很难判定“罗汉院”是天成元年创建的。天成年号有4年，就有4种可能性，不知道谢先生是怎么知道王延休是在天成元年创建“罗汉院”？我认为即使是天成元年创建，一座寺院从开始动工到勉强能投入使用，也需费时2—3年，而桂琛于天成三年秋就重抵闽城福州，不久就迁化，怎么有可能迁此“罗汉”，而且是“大阐玄要，学徒臻凑。”​[25]​显然，桂琛与这座“罗汉院”无缘，谢文所谓《僧传》中的“太保琅琊公”就是“王延休”之说同样随之成了子虚乌有。其二，《禅林僧宝传》桂琛传载：桂琛住地藏院“十余年，迁止罗汉。破垣败箦，人不堪其忧。非忘身为法者不至。”​[26]​说明“罗汉院”是座“古寺”，不可能是王延休新建的罗汉院。据《八闽通志·寺观》可知，漳州龙溪县至少有2所罗汉院，一是上述罗汉院，另一则无建造年代与地点。《八闽通志》载：“坚牢院、法华院……罗汉院、福生院……。通上凡一百五十院俱见淳祐郡志。俱久废。”​[27]​引文中那所仅见于宋代淳祐郡志的“罗汉院”之所以“久废”可能是因古旧破败，是否就是桂琛当年驻锡的罗汉院，因记载简略尚难断定，但它可作为否定谢先生观点的佐证。
谢文说，“《僧传》〈桂琛传〉题为〈后唐漳州罗汉院桂琛传〉，说明桂琛在罗汉院的时间主要在后唐，若据王荣国同志推断，桂琛移锡罗汉院在后梁贞明间，则桂琛在罗汉院的时间属于后梁者较长，属于后唐者很短，似不应题为〈后唐漳州罗汉院桂琛传〉，而应题为〈后梁漳州罗汉院桂琛传〉。”众所周知，本寂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年)，玄沙师备卒于梁开平二年(908年)，按照谢先生的意思《宋高僧传》不应将其传题为《梁抚州曹山本寂传》、《梁福州玄沙院师备传》。笔者认为，僧传和灯录的题名都不是很严格的，以僧传的题名作为判定僧人驻锡某寺院的年代的佐证应谨慎。
由于谢文将王延休所建的罗汉院作为确定桂琛由地藏院移锡罗汉院的推断无法成立，所以谢文推算出的文益参桂琛的年代也失去支撑的基石。
笔者重申《考辨》一文中探求“文益参谒桂琛的年代”的做法，即从桂琛、慧稜的生平特别是二人在福州传法的年代入手。谢文认为，拙作《考辨》援引《僧传·文益传》所载文益“掁锡南游，止长庆禅师法会”一语，“只能理解为文益在福州参加慧稜主持的法会，而不能据此断定是时慧稜是否已经住在长庆院。”云云。我在《考辨》中比较完整地援引了僧传的记载，请谢先生再审读那则引文，因篇幅所限，详细的待有关慧稜的文章中再与谢先生讨论。
笔者在《考辨》中依据唐林澄所撰师备的碑文和僧传关于桂琛生平的记载确定“桂琛受请出世传法的时间当在光化年间前后”再以此为基点，根据《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桂琛传有关桂琛在地藏院驻锡年限的记载推算“桂琛大约于后梁贞明年间(915—920年)或贞明末年移锡漳州罗汉院。”对此谢先生有疑义。笔者认为，史籍关于桂琛驻锡石山地藏的年数的记载，《景德传灯录》作“仅逾一纪”，《宋高僧传》作“一纪有半”，《禅林僧宝传》作“十余年”。古人记载时间不很精确，“仅逾一纪”，实际有可能是13年，也可能是14年或15年；“一纪有半”，实际有可能是18年，或19年乃至接近20年；“十余年”，可理解为11年，也可理解为19年。就目前的研究状况尚无法推定确切的时间，只能推算其大致的时间段。鉴于史籍本身对年数记载不一，而且桂琛出世传法的年代本身是推测的，所以在推算时可适当再放宽时间跨度比较妥当，《考辨》中所推定的时间跨度就是这样确定的。谢文说“《灯录》谓‘仅逾一纪’，与《禅林僧宝传》记载的‘十余年’接近，大概都是指十一、二年左右。”这是谢先生的理解与推测，我对此也不理解。在发现确凿有力的史料之前，笔者坚持《考辨》一文所作的推测：桂琛受请开法闽城地藏院的时间应在“光化年间前后”，移锡漳州罗汉院的年代大约是“后梁贞明年间(915—920)或贞明末年”，文益参桂琛的时间应在梁开平末年至贞明年间。
(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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